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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的病因与根治：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

视角的审度

沈广明

摘  要：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为探究生态危机的发生病因和根治方案提供了审度视角。生态危机的致病

因主要有资本主义奉行的利己主义、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口的城市化集聚及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市

场经济四个方面，生态危机的根治方案主要有以社会正义为保障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秩序、以自然规律

为遵循控制技术性活动、以城乡融合为路径控制人口生产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冲突及以财产公有为基础控制社

会生产过程。与西方一些维护资本主义的主流生态思潮根本不同，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作为根治生态危机的内在要求，是指导人类成功摆脱生态危机泥潭的一种生态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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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92 年发布的 《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 指出：“我们对世界上相互依存的生命之网的规模

性破坏——由森林砍伐、物种丧失、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损害——将导致普遍性的负面影响，包

括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的生物系统的难以预测的崩溃。”［1］（P199） 2017 年，由全球约 1. 5 万名科学家

联名签署的 《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第二次通知》 声明，25 年来全球人均可用淡水量减少了

26%，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鸟类和鱼类数量减少了 29%，林地损失近 3 亿英亩，海

洋死亡区的数量增加 75%，全球人口增长 35%，碳排放量和平均气温持续上升，“一切都在表明，

25 年后环境问题变得更加糟糕”［2］。毋庸置疑，人类正陷于生态危机泥潭。

何谓生态危机？生态学家 A. G. 坦斯利提出，生态是“由生物群落、其非生物环境及二者动态

相互作用共同组成的综合系统”［3］（P15）。《生物多样性公约》 进一步把生态系统解释为“植物、动物

和微生物群落和它们的无生命环境作为一个生态单位交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动态复合体”［4］（P283）。根

据 《韦伯斯特第三次新编国际词典》 的解释，危机包括三方面含义：（1） 病情变好还是加重的转

折点；（2） 对一个事件或某个行动进程应继续、缓行还是终止做出决断的时间点；（3） 事件面临

即将发生决定性改变的不稳定状态［5］（P537-538）。从危机的基本词义看，生态危机在性质上指人类栖

息于其中的生态系统患上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重疾；在时间层面指对继续、缓行还是终止环境破

坏行为做出决断的关键阶段；就态势来说可理解为生态系统处于即将发生崩溃的不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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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为什么会发生？生态中心主义、技术批判哲学、绿色马尔萨斯主义及绿色资本主义

等西方生态思潮分别以伦理、技术、人口及市场等为切口对生态危机致病因进行了论析，各自形

成体系性的解释范式。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蕴涵深湛的生态思想，同样是审度生态危机的基本资

源，“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一跃而成为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概念新星’，成了研究马克思与环

境保护思想关系问题上最重要的概念”［6］。马克思在 《资本论》 及一系列经济学手稿中对当时流行

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物质变换”概念进行原创性赋义，用于表述和解释人与自然关系、商品交换

关系等，形成物质变换理论。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对人与自

然之间物质变换进行“共同控制”等生态思想，为分析生态危机病因和找出病症的根治方案提供

了理论视角。詹姆斯·奥康纳就从“物质变换”概念出发解释“不平衡发展与自然界的毁坏”及

资源衰竭现象［7］（P30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集中体现在“物质变

换”概念上，他和保罗·柏格特在 《马克思与地球——一个反批判》 中指出，尽管不是马克思而

是同时代的海克尔最早提出“生态”一词，但马克思引进了“社会物质变换”概念，将劳动过程

界定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这种方式为全面强化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生态学的视

角”［8］（PⅦ）。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以物质变换裂缝来揭示资本主义自然异化现象，就是对生态危机

的阐述与剖析，生态危机是由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遭到破坏所导致，是物质变换裂缝的结果。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三卷论述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时指出：“这些条件在

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9］（P919）人类

为获得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必须从土地中摄取自然物质并加以利用和改造，同时自然物质经过生

产和消费后又以废料、排泄物等形式返回土地。在人类返还给土地的自然物质及时补偿从土地中

摄取的自然物质情况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能稳态、循环地运行。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耗竭式地攫取自然物质，而这些自然物质在一定时间内无法返还土地或返还给土地的自然物质

由于受到污染无法为土地所及时吸收，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土地处于自然物质的内在“匮缺”状

态，另一方面处于外在“多余”状态，进而物质变换在“匮缺”和“多余”的冲突中出现了“无

法弥补的裂缝”。今天的生态危机正是由物质变换过程中的裂缝不断扩大所生成。

哪些因素造成了生态危机？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看，物质变换过程出现的“无法弥补的

裂缝”主要由伦理、技术、人口及市场等维度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所造成。具体来说，资本主义

奉行的利己主义、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口的城市化集聚、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市场经济

是引发生态危机的主要病因。如何根治生态危机？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9］（P928）在扬弃资本主

义之后的高级社会关系中，物质变换联系中曾经存在的“无法弥补的裂缝”在经过对物质变换的

共同控制后将会消失，人类实现了与自然的和解。对物质变换进行共同控制的这一重要思想为根

治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实现方案。本文通过对物质变换裂缝的主要肇因及物质变换的共同

控制方案等的探赜索隐，力求为生态危机疾患做出病理性分析和开出转危为安的药方。

二、伦理维度的生态危机病因：资本主义奉行的利己主义

德语辞典中的“Stoffwechsel”（物质变换） 在 19 世纪的自然科学中一般含义是生物维持生命

的规律性运动过程。马克思将“物质变换”概念纳入政治经济学语境，应用于建构人与自然关系。

在 《资本论》 中，他这样定义“劳动”概念：“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

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0］（P207-208） 一方面，人类通过生产行为

从自然环境中摄取自然物质用于维持生命；另一方面，自然物质经过人类消费行为又返回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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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自然物质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行的不断“变换”的循环运动，意味着劳动是将人与

自然联结成共同体的活动，而不是人强制性支配自然的方式。“物质变换”概念的新内涵说明，人

与自然的互动遵循着相互平等的交往秩序，人必须基于平等性原则维持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人与自然在物质变换中的平等交往秩序被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

则所拆解。人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生命和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生命，建立了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

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1］（P160）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社会关系是

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客观条件。社会关系随着人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日益增强而发生变革，

这种变革也在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秩序。《共产党宣言》 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

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

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1］（P402、403） 在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

义的社会变革中，利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伦理原则逐步确立起来，并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稳

固而成为“市民社会的原则”［12］（P194），利己主义不仅为人对人的阶级统治提供伦理支撑，而且确立

了“人对自然的支配”［10］（P587） 的不平等交往秩序，为资本剥削自然辩护，以致人在物质变换过程

中将自身与自然对立起来、把自然存在物视为加以征服和控制的客体。基于“人对自然的支配”

的不平等交往秩序所展开的物质变换逐渐内生出“无法弥补的裂缝”，最终衍生出生态危机。

作为一种主流的生态伦理学派，生态中心主义对利己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如罗尔斯顿在

《哲学走向荒野》 中指出：“把一切生态伦理都理解为变相的人类利益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

的。”［13］（P26）在他看来，只有使“利己主义已转变成了生态主义”［13］（P26）才能促进生态系统的利益。

生态中心主义从利己本性出发推导出人类为实现价值和追逐利益而征服自然，并依此解释生态危

机的成因，把压制利己本性、贬抑人类价值和缩减人类利益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案。不过，

这一环境主张若极端化地贯彻下去，则会导向反人类的死胡同。其出问题的地方就在于把利己主

义误解为普世观念、把利己误认为人类本性。这种利己主义承继于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假设前提论

证私有财产合法性的古典自由主义价值观。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已揭示这种利己主义的虚

假性，生态中心主义基于虚假的利己主义必定无法真正说明生态危机的致病因。在马克思这里，

利己主义是植根于市民社会并把持大众精神世界的现实利己主义。在现实性上，利己主义是市民

社会的私有财产权观念，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 （à son gré）、同他人无关地、

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市民社会无法“超

出自己的利己主义”，拥有私有财产权的人就是“利己的人”以及“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

人”［12］（P184、185）。这种为资本主义所奉行的现实利己主义才是生态危机的病因。

马克思对利己主义的剖析与批判为明晰生态危机病因提供了理论依据。资本主义是以商品、

货币和资本为主体要素，以资本增殖为生产目的的社会关系，“资本增殖，就是说，是占有剩余劳

动，生产剩余价值，利润”［9］（P280）。由商品、货币和资本构筑的拜物教体系对大众的精神控制使利

己 主 义 具 有 神 秘 性 和 魅 惑 性 ， 以 致 “ 市 民 ” 在 这 种 “ 魅 ” 的 世 界 里 信 奉 “ 货 币 是 最 高 的

善”［12］（P362）、把欲望视为需要、把自利误作本性，沦陷于“渴望占有更多物质”“对社会资源造成

极大浪费”的物欲症中［14］（P3）。这种服务于资本增殖、确立了“人对自然的支配”不平等交往秩序

的利己主义，为征服自然注入了欲望内驱力、道德辩护力和利益激励力，将环境破坏行为塑造为

带来快乐、追求幸福和获得利益的功德之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出现物质变换的“无法弥补的裂

缝”尽管不是利己主义直接带来的结果，但它作为一种观念在伦理维度上为资本无止境地摄取自

然物质、吮吸自然生命和耗竭自然资源提供了合法性。概言之，资本主义奉行的利己主义对人与

自然不平等交往秩序的确立、对征服自然的强调是衍生生态危机的伦理维度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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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条件进行革新，强化机器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创新发明，从而驱动“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

点”，竭力去“探索整个自然界”和“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

的新的使用属性”［23］（P389）。在资本和技术合谋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10］（P508）实现了工业生产

率和生产规模加速提升，如“英国社会的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 70 年间增加了 2 700%，即 1840
年每天所生产的是 1770 年的二十七倍”［24］（P135），同时机器体系对资源能源的需求在量级和速率上

有着几何式扩张，并肇始了薪材能源到化石能源的变迁，以致出现海德格尔所说的“自然变成唯

一而又巨大的加油站，变成现代技术与工业的能源”［18］（P1236）的病症。同样，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

应用把农业进步变成“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10］（P579），福斯特认为美国农业滥用杀虫剂和抗生

素、规模性施用化肥等导致了物质变换裂缝无限扩大［25］（P161-162）。奥康纳说：“从工业资本主义的

一开始起，它对技术的选择就是以其对成本和销售额而不是环境的影响为基础。”［7］（P326）科学技术

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忽视环境承载力、粗暴解构自然、破坏生态平衡和耗竭资源方式来实现资本增

殖，为物质变换过程产生“无法弥补的裂缝”提供了源动力，以致引发生态危机。

四、人口维度的生态危机病因：人口的城市化集聚

人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同时“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11］（P160），进行人口生产。人口

作为摄取、消费和遗弃自然物质的社会主体，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稳态、循环运行起主

动性作用，也是引发生态危机的基本维度。马克思、恩格斯观察到，资本积累带来的“仿佛用法

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11］（P405） 以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规模性集聚，加剧了资源消耗、

加重了环境污染。一方面是“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11］（P101），“城

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

况：隔绝和分散”［11］（P184）。另一方面是农村土地退化和“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9］（P289），

城市则塞满排泄物、污染物，例如“在伦敦，450 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

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9］（P115）。人口的城市化集聚造成城市和乡村相分裂，使人与自然之间的

物质变换过程产生裂缝。这体现在农村向城市的工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度地输送土地营养物质、

资源能源等，但从农村摄取而来的自然物质经过城市人口的消费后作为排泄物、污染物却被滞留

和固化在城市，难以返还给土地。城乡逐渐分裂并走向对立的情况“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

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

永恒的自然条件”［10］（P579），加速的人口城市化集聚则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

作为“环境保护论者对马尔萨斯的盗用”［26］（P54）而形成的一种生态思潮，绿色马尔萨斯主义认

为全球人口相对于环境资源而言过剩了，将生态危机归咎于人口过剩，艾里奇夫妇、加勒特·哈

丁及罗马俱乐部等就持这样的立场。依据马尔萨斯关于由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和生活资料按算式

级数增长之间存在级差而造成人口过剩的原理，绿色马尔萨斯主义提出由人口按指数级数增长与

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按指数级数增长之间的背向而行而导致人口过剩的主张，用于解析生态危机。

譬如生态危机在艾里奇夫妇看来是“地球的人口过剩病”［27］（P124），在加勒特·哈丁看来是飞速增长

的人口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造成的公地悲剧，对罗马俱乐部而言是人口指数

级数增长导致的物质之“源”日趋枯竭和地球吸收废物、污染物的“汇”逐步被填满的增长极限。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批判看，绿色马尔萨斯主义存在严重的理论局限性。

恩格斯早在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就对人口过剩论进行了诘难：“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的时

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11］（P40）对于马尔萨斯由“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

的，且将几乎保持现状”两条公理推导出的“人口的无限增殖力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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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能力”［28］（P4）的人口过剩论，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以人的自然繁殖速度高于土地产出生活资

料速度为前提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根本不符合事实，把“人的自然繁殖”和“植物 （或生存资料）

的自然繁殖”两个自然级数变成互相对立的抽象数字关系“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

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23］（P609）。原因就在于人口生产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生产之间在相

互作用中会保持均衡状态，人口增长不取决于土地的自然产出力而是由人与土地的物质变换能力

所决定。绿色马尔萨斯主义依据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结论所导出的所谓“地球的人口过剩病”等说

法同样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倘若人口过剩产生于人口总量高出于环

境资源供养能力，那么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诘难同样适用于绿色马尔萨斯主义。

由此来看，尽管过高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长率确实会增加环境资源的压力，但不能因此说全

球人口相对于环境资源过剩了，进而在纯粹数量意义上把生态危机归咎于人口过剩。不过，按照

马克思关于过剩人口的论析，生态危机的发生确实有人口过剩方面的原因。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

所以存在庞大的过剩人口，原因在于加速的资本积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环境资源为承载

的不变资本无限增大，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以致大量劳动者被驱逐出生产过程而导致人口过剩。

这些相对过剩人口作为隶属于资本的产业后备军，主要集聚于城市并加剧城市和农村的分裂。这

种状况进一步破坏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造成物质变换过程中的裂缝不断扩大，从而加重生

态环境问题，处于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状态的过剩人口也深受环境问题之害。在资本增殖驱动

下，无限扩张的世界市场不仅造成全球范围的相对人口过剩，而且催生出全球性的城市化运动，

以致“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将生活在城市”［29］（P10）。同时，“城市中的消费模式正在严重地威胁着

全球生态系统”［30］（P41），造成环境质量急剧下降，以致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置于生态危机困境。

五、市场维度的生态危机病因：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对“物质变换”概念的原创性赋义还体现为把商品交换也理解为物质变换，称其为

“社会的物质变换”。他在 《资本论》 中指出：“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做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

转到把它们当做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10］（P125）“社

会的物质变换”以人与人相互交换劳动产品的方式“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

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10］（P134），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社会关系中的延伸和发

展。人们以交换方式将付出自己劳动而产出的劳动产品输送给他人，同时他人也必须通过交换将

自己劳动产品返还回去，从而使人与人之间能在相互补偿劳动力过程中维持人类总体性的生存与

发展。可见，“社会的物质变换”是具有交换价值属性的市场经济活动。在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

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的物质变换”是由商品、货币和资本共同构成的资源配置机制和价

值增殖机制。I. 梅扎罗斯在 《超越资本》 中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质实体’……而是一种最终

无法控制的社会新陈代谢控制方式。”市场经济则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总体化的’控制框

架”［31］（P67、68）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这种具备增殖能力、以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的物质变换”能够

统摄和宰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环境资源摄取和配置到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

业中，既把自然当作从中可以无止境地索取资源以实现高积累率和高利润率的“水龙头”，又把自

然当成可以向之肆无忌惮地排放废弃物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污水池”，进而导致人

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产生奥康纳所说的“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

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7］（P296）的生态危机症候。

按照绿色资本主义的解释范式，由于自然环境作为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公共资源不具有竞争

性和排他性，市场机制难以要求私人生产经营部门对其环境破坏行为付出相应经济成本，生态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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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正是由这种对环境资源进行肆意污染、掠夺却又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无须给予任何经济补偿

的市场失灵现象所造成。但是，这种把环境问题简化为经济成本的做法并不能说明生态危机的源

起，相反却遮蔽了市场维度的真正病因。因为在以利润驱动为根本导向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中，

只要生产经营获得的利润大于其破坏环境要付出的成本，那么资本家就会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去实现资本增殖目标，其结果并非通过克服市场失灵而治愈生态危机，而是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物

质变换的裂缝，使生态系统不可逆转地趋向崩溃。绿色资本主义强调的市场失灵深层次上是市场

遵照资本增殖的逻辑来实现超额利润的运营机理，因为破坏环境是资本主义创造利润、遏止平均

利润率下降的内在要求。就此而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出现的“无法弥补的裂缝”，既是

社会物质变换体系为实现资本增殖而必然产生的结果，也是导致这种体系逐步瓦解的自毁行为。

可见，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才是生态危机疾患的真正病因，市场失灵只是表层症状。

六、社会变革图景中的生态危机根治：对物质变换的共同控制

马克思在 《资本论》 及系列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不变资本不断增大而可变资本逐渐缩减的资

本积累趋势最终会达到致使雇佣劳动不再存在的利润率为零拐点，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和实现共

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能通过对其与自然之间的物

质变换进行共同控制来规避物质变换过程出现裂缝。社会变革图景中的共同控制方案为根治生态

危机提供了基本遵循，主要有以下内容。

首先，以社会正义为保障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秩序。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承认自然具有自

利性、存在内在价值，要求给予自然与人类对等的权利来遏制环境破坏行为。其常遭诟病之处在

于对自然权利的承认会损害人类权利，如 R. 舍普说：“自然界成了社会准则和各种秩序的源泉。

这样的话，想确认只有人类才是权利的源泉和权利的主体就不再有任何意义。”［32］（P160）岩佐茂则认

为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东西上对发展人权而言“有害无益”［33］（P100）。不过，生态中心主义的关键

误区在于，在存在雇佣劳动和剥削关系的社会中，即使自然被赋予内在价值、具有自在权利，它

也必须服从资本增殖，并不能摆脱受剥削、被支配处境。亦即，没有社会正义就没有环境正义，

也就治愈不了生态危机。在马克思的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变革图景中，

私有财产的历史扬弃、资本的自为否定过程同时也是人类重塑意识形态过程，体现为清除以私有

财产权为本质属性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及其自利性，确立体现所有人利益的普遍人权及作为人类

根本特质的自由个性。社会成员无需靠剥夺他人劳动时间、强占他人劳动成果来获取自由，不再

是“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12］（P185），而是通过

自由劳动来实现自由个性的“社会化的人”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

间平等的交往秩序给予人与自然的和解以社会正义的支撑，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交往秩序的建构

提供了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联合和平等交往关系，要求每个人必须以共时性、

历时性地尊重其他人从自然中获取维持生存与发展利益的权利为前提来实现自身的相应权利，进

而要求每个人必须以履行保护自然的义务为前提来实现自身从自然中获利的权利，以及要求把破

坏环境的行为视为对普遍人权的侵犯。由此，引发生态危机的征服自然观念与支配自然的秩序就

被瓦解，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将在社会共同控制下稳态、循环地运行。

其次，以自然规律为遵循控制技术性活动。摒弃现代技术而退回源初的“天、地、神、人

‘四方’归于一体”［18］（P1192）的存在境域以“美的艺术的 ποíησις （产出、创作） ”［17］（P35）来实现危机

化解和人类救赎的现象学方案，根本没顾及人类求生存、求财富的物质需求。马克思对科学技术

持高度肯定立场，同时要求“机器的使用要遵照严格的科学规律”［10］（P445），主张通过“机器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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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和“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9］（P115）来控制技术性活动的负效应，如循环利用废物、

消除排泄物污染等。以自然规律为遵循开发和运用科学技术、推动技术进步，将做到以“消耗最

小的力量”［9］（P928）推进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既创造充裕的物质财富又规避自然异化、遏止环

境破坏。G. A. 柯亨撇开资本主义制度而把环境问题全盘归咎于科学技术对生态的破坏，完全从技

术进步与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出发解析生态危机，得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由科技知识的不

断发展所推动的使用价值的扩张，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34］（P8）的结论，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一种

不可能”［34］（P152）。这种观点明显错误，技术性活动之所以会违背自然规律与资本主义结构性缺陷和

资本增殖逻辑的反生态属性根脉相连，如“杰文斯悖论”就能说明这点。芬伯格指出：“社会主义

对不损害环境的技术和对人道的、民主的、安全的工作的要求不是外在于技术的逻辑，而是响应

了要建构自然、人类和技术要素的协同作用的总体性的技术发展的内在趋势。”［35］（P235）共产主义能

够剔除技术统治自然的资本源动力，按照社会需求有计划地组织和管理科学技术开发与应用，“一

方面要以‘消耗最小的力量’的高级产业技术为基础；另一方面还要对产业技术的开发与运行进

行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36］（P115），从而做到依据自然规律开展技术性活动，实现人类需要、技术进

步与环境承载彼此协调和协同，消解引发生态危机的技术负效应。

再次，以城乡融合为路径控制人口生产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冲突。加勒特·哈丁提出，共产主

义按需分配模式会由于人类无穷尽的生活资料需要、无节制的生育需要带来人口在种群数量上的

无限扩张和对环境资源承载极限的超越，造成“公地”毁灭悲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各尽所

能，按需分配’界定了一个不受控制的公地，最终必将毁灭”［37］（P496）。他将控制人口增长作为生态

危机的根治方案，“灾难是持续的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但是，如果社会能够下决心停止人口增

长，那么，灾难是可以先行防止的”［37］（P84）。其实，资本主义对人口生产的控制是受利润驱动而非

出于消除生态危机。当资本需要雇佣更多劳动力来扩大积累时，人口就会加速增长，环境资源压

力随之增大；当环境成本加大、资源供给不足而削弱资本积累时，控制人口生产以缓解相对过剩

人口对环境资源造成的压力，就成为必要手段。但在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按照

环境资源的实际情况和社会成员真实需要控制人口生产，使生活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相协调、环

境资源与人口数量相适配，“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

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

点”［38］（P538）。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通过实现人口在农村和城市的均衡分布来消除物质变换裂缝，将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和“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

步消灭城乡差别”［11］（P422），作为扬弃资本主义和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路径，“通过城市和乡村

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39］（P684）。城乡差别消失、城乡融合及人口在城乡

的均衡分布将消除“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现象，从而根除滋生生态危机疾患的社会

条件。

最后，以财产公有为基础控制社会生产过程。绿色资本主义力图通过环境资源全盘私有化和

市场化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和走出生态危机困境。这种方案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资本家承担

环境治理责任及“起到缓解自然资源危机的积极作用”［40］，但也将生态系统转变为可在市场上交易

的不变资本，并最终变成任凭垄断资本集团剥削和享用的财产。根治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共产主

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和构建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度，“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

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

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11］（P302）。地球作为所有人共同栖居

的家园、生态系统作为维持人类生命的供养系统是人类共同利益所在，从财产私有到财产公有的

社会变革符合生态环境的总体性和系统性特征。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度“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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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39］（P683） 和“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使“农业、矿业、

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39］（P178），建立合乎生态系统承载力的

生产计划、分配方案和消费模式，做到从人的使用价值需要出发向自然摄取自然物质和根据生态

环境的吸纳能力来排放废料、排泄物。这种不是由资本对社会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是由联合起来

的生产者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

控制”［9］（P286），是规避物质变换过程出现裂缝和消除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

综上所述，资本增殖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所在，为资本增殖辩护的利己主义、作为资本增

殖工具的科学技术、由资本增殖引起的人口城市化集聚及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等主要因

素相互共同作用，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运行秩序、平衡规律及物理结构等进行深度拆解和

持续破坏，导致物质变换裂缝，生态危机病症则随着物质变换裂缝逐步扩大而显现出来。西方一

些主流生态思潮尽管也对生态危机成因作出了分析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但它们通常囿

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本增殖逻辑，仅希冀通过对资本主义弊病的缝缝补补来缓解危机症候。

与其不同，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要求社会变革，主张在共产主义论域中以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

变换进行共同控制来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解，是指导人类成功走出生态危机泥潭的一种生态文明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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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iology and Therapy of Ecological Crisis：Consid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Stoffwechsel

SHEN Guang-ming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Stoffwechsel provides a perspectiv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tiology and 
therapy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 egoism of capitalism，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population， and market economy for the purpose of capital multiplication 
generate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 control to the order of intercours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ith the prin⁃
ciples of social justice ，the control to the technological action with the following to the natural laws， the con⁃
trol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production of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with the method of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control to the social production process with base of property in common are 
the basic schemes that Marx’s theory of Stoffwechsel provides to the therapy of ecological crisis.  Fundamen⁃
tally different from some mainstream ecological thoughts in the West that maintain capitalism， Marx’s theory 
of Stoffwechsel takes changing the capitalist system a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to cure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refore， it is the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at guides mankind to get rid of the quagmire of ecologi⁃
cal crisis.
Key words：ecological crisis； the stoffwechsel rift； proliferation of capital； social change； join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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